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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傳統的管理學者對組織物性的有效經營之道，從財務、人力、生產、行銷與資訊等層面，詳細剖析甚多，相對之下，在提升精神力管理方面的著墨較少。尤其在新公共管理的浪潮之下，政府改造在技術層面上已經引進良善的評估工具，但卻無法確保公部門能表現出良好的工作績效。許多研究指出，影響組織中工作人員表現的因素除了技術上的核心能力之外，使命感、價值觀以及忠誠度等心靈層次的條件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同時，許多公共行政與管理學者也指出，公部門未來必須以「精神力領導」或「職場精神力」做為改革的新方向，公務人才的選拔應該更重視精神力，同時應該把精神力的發展落實於實務與教育上。基於精神力研究在公部門的重要性，本文以概念建構的方式，介紹精神力、職場精神力的概念，說明職場精神力的效益，並從公部門的面向出發，探討提升之道。就組織層面而言，本文建議應可發展公部門精神力量表，在內部倡議精神力領導的重要性，並提供精神力相關的培訓課程，以及鼓勵公務人員從事志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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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傳統的管理學者對組織物性的有效經營之道，從財務、人力、生產、行銷與資訊等層面，詳細剖析甚多，相對之下，在提升精神力管理方面的著墨較少。尤其在新公共管理浪潮之下，政府改造在技術層面已經引進良善的評估工具，但從實際結果來看，並難以確保公部門能表現出良好的工作績效。準此，Janet V. Denhardt與Robert B. Denhardt兩位學者（2011）提出新公共服務（New Public Service）概念，整合傳統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的核心內容，其分析單位回歸到人的本質，認為除了強調生產力、公共利益、人文主義外，更要注重個人心靈的自我覺醒。如何變成一個良善的人，再成為一個好公民，最後才能成為一位好的公務人員。基本上，新公共服務透過人的自我覺醒，找到自己清淨的本性，再建立主動、積極、進取、利他的公民，逐步形成社群機制，追求社會平等與正義的實現。自我覺醒的過程是去澄清基本假定，進而改進心智模式（蕭武桐，2006：59-60）。就公務人員而言，應建立自我對話的心智機制，例如為何要當公務人員？最初想當公務人員的感覺或動機？工作本身的意涵為何？為何不去私人企業服務？

身為國家的公僕（public servants），公務人員不應該僅僅做為技術官僚，其身份與工作顯然應該有更高的使命、神聖性以及無形價值。如同馬總統在九十八年元旦文告中表示：「每位公務員要有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的慈悲心，幫助人民解決問題」，而隨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長也表示：「未來公務員是否有傾聽人民心聲，擬納入考核項目」。近來，許多公共管理的論著指出，值得組織追求並且歷久不衰的不僅在於利潤，更在於非物質的核心價值（Bolman and Deal, 1995; Collins and Porras, 1997）。Garcia-Zamor（2003:355）即指出，在美國的工作職場中，正進行一場「精神力覺醒」的革命，許多私人企業都積極推動這類的運動，因為「人本」的工作環境，可以為員工與組織之間帶來雙贏的局面；而對公部門來說，職場精神力的問題已經具有不可規避的重要性。質言之，公務人員不僅與一般企業員工不同，更需要在公部門職場中，具備愛或同情心、重視生命意義等精神層面的特質。
許多研究指出，影響組織中工作人員表現的因素除了技術上的核心能力之外，使命感、價值觀以及忠誠度等心靈層次的條件也具有決定性的影響。近年來，一些研究針對私人企業員工的精神力與工作績效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員工的精神力與其工作表現之間，呈現正向的相關性。同時，許多公共行政與管理學者也指出，公部門未來必須以「精神力領導」或「職場精神力」做為改革的新方向，公務人才的選拔應該更重視精神力，同時應該把精神力的發展落實於實務與教育上。在國內的研究方面，李俊達與黃朝盟 (2010）在針對臺北市政府中高階公務人員實證研究後指出，身為國家的「公僕」，公務人員不應該僅自限為技術官僚的功能，其角色與工作內容顯然都需具備正面的精神力特質，才可能成功地執行任務，表現出更好的工作績效。

然而，對於國內公部門而言，「組織精神力」（organizational spirituality）的概念其實並未獲得廣泛及深入地討論。此外，如果公部門的組織精神力確實有助於揚升工作績效，那麼又有哪些重要可行的提升之道？循此，本文擬從公部門的面向出發，進一步地從概念建構的基礎方式，更深入地探討組織精神力的定義、影響乃至於提升之道。

貳、什麼是精神力？
國內外學者對於精神力並無統一的定義，較為一致的看法是，spiritus一字源自於拉丁文中的「氣息」（breath）（Cowan, 1993:59-60），引申有使生命蓬勃，富有生氣的意思（Price, Stevens, and LaBarre, 1995; Pfeffer, 2003）。有些學者認為精神力的概念與宗教之間密不可分，因此會從宗教的角度去定義職場精神力，在比較早期的相關論述中，宗教和精神力兩個詞彙甚至往往交互使用（Tisdell, 2008）。由於國內從事spirituality的先驅研究，主要起源於宗教學、生死學、哲學等抽象及概念化的領域，日後才逐漸受到其他實務領域的應用語結合，因此，在字詞的翻譯上，國內普遍仍以「靈性」做為慣用之語詞。例如，劉仲矩（1999）在國內第一篇組織「靈性管理」的博士論文中，提出「靈性」是「藉由接近神或與神的互動來達成個人內在的心靈層次自我超越與提升，幫助個人來了解生活或生命的意義」。然而，本文認為，與宗教相關的定義，確實翻譯成「靈性」較能為國內所理解，但本文為行文之一致性，並呼應其強調後續「spirituality」在管理上的應用性，將採更為貼切的「精神力」用詞，如此也不致造成先入為主的排斥與誤解。
關於精神力與宗教的關係，在韋伯大辭典中，精神力的定義是「與莊嚴神聖的事物或與宗教價值有關，不是世俗或短暫的」；此外，根據維基百科上關於精神力的描述，是指「個人在各種相處關係中達到平衡的最佳狀態，這些週遭關係包含了個體本身、自然環境、神、他人等」。有的學者把精神力等同於宗教，例如Tisdell（2008）指出精神力與個體的個別經驗或歷程有關，而宗教則是一個有組織的信念社群，且宗教與精神力確實關係密切，因為許多成人的早年精神力發展往往發生在特殊宗教的脈絡中，而宗教也的確提供人們如何活出精神力生活並提供個人神聖經驗的指引。Ross（1997）指出，精神力是一種自我內在與至高者、自然萬物、甚至超越自我之遠大目標之間的關係，Ross的定義顯然與宗教信仰之間有密切關係。Mitroff與Denton（1999）認為，精神力是人的一種基本的感覺，而這種感覺與「完整的自我、他人以及整個宇宙有關」。Wong（2003）指出精神力的來源包括聖經、書、文章、會議、禱告、沉思。Saddler（2005）指出，精神力的本質是學習、信仰和獨特的態度，像是一種接近上帝、具高的能力，在宇宙中超越自然的力量。林笑（2000）、劉淑娟（1999）認為，精神力是個人在人生過程中自我超越能力的表現，個人透過「自我」（intrapersonal）、「他我」（interpersonal）、「神我」（traspersonal）三種關係，以自我超越的形式，體會到人生意義與價值的過程。杜明勳（2003）說明精神力包括了希望、信仰、信念、宗教價值觀等。精神力是個人與神互動的橋樑，有時更超越了價值觀，讓人際之間、人神之間充滿愛、寬恕、信任和希望。此外，精神力會因為成長過程、健康情形有不同形式的變化，關係到個人健康與幸福感。

儘管宗教與精神力的共同性在於均強調「神聖性」（sacred core）與摸索的過程（search process）（Pargament, 1990），但近來已被視為高度相關卻有所區別（interdependent yet distinct）的兩個概念（Pargament, 1999; Roof, 1993; Wuthnow, 1998）。部分學者認為，精神力不只是與神接觸的宗教傾向而已，精神力和生理、心理一樣，都屬於人最深處的一部分，精神力包括尋求生命意義的意志、目標取向、創造力、想像力、信仰、成長的憧憬、超越一切生理、心理的愛與能力、良知的能力，並且盼望生活的真善美，用人類所屬的特質，自我超越或關心我們所愛的人及信念相關的問題（Fabry, 1980; Frankl, 1969）。此外，許多學者更明白指出，精神力不必然與宗教有關，例如，Fry（2003）就認為，宗教必然與精神力相關，但精神力卻不一定與宗教相關學者認為精神力並不等同於宗教；Johnson、Kristeller和Sheetsr（2004）提到精神力經常與生命中的意義（meaning in life）或冥想靜心（meditation）連結，然而生命意義可以全然是俗世的（secular）而完全與宗教無關，冥想也則可自外於任何特定宗教脈絡。蕭元哲（2006）比較宗教與精神力兩個概念，宗教比較具有社區性，相對可以觀察與衡量，也比較正式有組織性，注重外在行為，而在區分對錯時特別講求專制與戒律。相對而言，精神力則比較個人化、不易察覺與量化，不過卻比宗教較為主觀、非正式，也比較沒有系統性，此外，精神力偏向情緒導向與內在導引，而在對錯的判斷上不具專制性，更無所謂戒律可言。
因此，在有關精神力的定義方面，也有許多與宗教無關的論述，Turner（1999）認為精神力是來自於內在並能超越生理需求，精神力根基於個人存在之意義，包含希望、夢想、思考模式、情緒、感覺和行為。Cowan（1993:59-60）則更進一步指出，一個有精神力的人應該具備良知、能夠在生活中體會到生命的氣息，並且行事得宜。邱淑芬（2002）認為精神力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對更高層次事物及更崇高力量的覺知，是與自己、他人及全人類與萬物相連結的感覺，是對存在及生命意義的更深度體現。由此而論，精神力會影響一個人的行為模式及其對於所處世界的感知，且精神力基本上會被視為個人在某些社會脈絡之下所展現的個人屬性（Thoresen, 1999）。申言之，精神力與宗教並不相同，精神力是指人內在的超理性、超越性或超個人的層次，和生理、情緒、理性一般，都是屬於人的內在本質；而宗教則是詮釋精神力的一個面向，人會依照自己的認識，將宗教視為一種絕對的存在，或者是最高境界的一種顯現或反映。就此而言，精神力的涵義比宗教來得廣闊，精神力的存在不必然需要藉由宗教賦予涵義，但宗教本身必須隱含精神力的層次（李雅慧，2008：17）。
以需求層級理論（Hierarchy of Needs）聞名之心理學家Maslow，在晚年提出人類有精神力及高度心理的需求並稱之為「Z 理論」（Theory Z）。Maslow（1969a; 1969b; 1969c）認為在原先的需求層級中最高一層｢自我實現的需求｣之上，人類還有精神力需求。在《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書中，Malow（1954）提出需求層級理論，由下而上地列出五種人性需求：生理、安全、愛與隸屬、尊榮、自我實現。然而，1960年代之後，Maslow開始感到這一層次架構不夠完整，Malow愈來愈意識到，一味強調自我實現的層次，會導向不健康的個人主義，甚至於自我中心的傾向。因此，自我實現，並不能成為終極目標，人們需要超越自我實現，追求「超越性的精神需求」。Maslow（1969c）嘗試以不同的字眼來描述新增加的最高需求，諸如超個人、超越、精神力、超人性、超越自我、神秘的、有道的、超人本等等，並指出這是一種基於愛的動機，關懷宇宙發展的需求。
參、什麼是職場精神力？

由於精神力的定義相當多元，若要徹底定義職場精神力並不容易（Hutson, 2000; Rubenstein, 1987）。Geroy（2005）指出職場精神力是自幼就開始發展的個人精神力的延伸，精神力超越宗教，個人精神力由培養存在的能力（existential capacity）和超越的能力（transcendental capacity）孕育而生。在西方社會中，上帝與每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包括工作及日常生活皆然；影響所及，甚至認為「生活與工作本身，即為一種屬精神力的操練，指引我們朝向上帝，教導我們認識自己」。在《上帝的企管學》一書中，作者Stevens著重職場「精神力」的探討，認為「信仰可以帶來工作力」，且不論從事何種行業，上帝同樣在乎每個人，不論什麼工作，只要是上帝委任，與上帝的目標一致，都具有永恆的價值（何明珠譯，2010）。Ashmos與Duchon（2000）也指出，由於工作生活在個人生活中所佔比例越來越高，職場已逐漸取代親友、鄰居與教會的角色，成為精神力修練的道場，因此，以職場做為精神力發展的媒介，並以同事做為精神力修練的夥伴，已然成為趨勢。Mitroff（2003）則認為，除了藉由工作謀生之外，現代人還希望組織的本質是具有道德的，工作是有趣的，並能發揮自我潛能，除了貢獻腦力之外，還希望能發掘值得個人貢獻的情感與感動。
Garcia-Zamor（2003: 360）指出，一個具有精神力的人在進入職場之前一定想知道一些問題的答案，例如：這個工作是否能與人類精神相互輝映（Is this work worthy of the human spirit?）？這個工作是否能夠表現出我的精神力特質（Is this work that expresses my spirit?）？我個人的精神力特質能否獲得同儕的尊重（Am I respectful of the spirit with my fellow workers?）？我會不會認同並且接受他們的召喚（Do I assent to and assist their call?）？我能不能讓我的工作成為表現我精神力特質的地方（Do I make my work a worthy expression of my spirit?）？由此可見，職場精神力的概念牽涉到關係、價值觀、倫理、完整、意義，對有宗教信仰的員工來說，其所信仰之宗教也會影響其職場精神力之發展（Pielstick, 2005）；相對地，對沒有特定宗教信仰者而言，職場精神力則是跨越宗教，以個人價值觀與哲學做為主要發展之基礎（Garcia-Zamor, 2003; Milliman, Czaplewski and Ferguson, 2003）。透過職場精神力，個人在職場中發展群己關係與服務心，並試圖將身心靈融入工作以追求完整感（Garcia-Zamor, 2003），並發現生命的終極價值，尋求個人信念與組織價值的一致性（Milliman, Czaplewski and Ferguson, 2003）。

Giacalone與Jurkiewicz在2003年編輯出版一本討論職場精神力的專書─《職場精神力與工作績效手冊》（Handbook of Workplace Spirituality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彼等發現，過去職場精神力的文獻大部分仍停留在概念性階段，也就是針對職場精神力的「概念型定義」進行討論，界定職場精神力的範圍。Giacalone與Jurkiewicz（2003）認為職場精神力的研究之所以會呈現這樣的發展，主要是基於四個缺陷，第一，職場精神力的研究缺乏一個受到共同接受的概念性定義；第二，測量職場精神力的工具不盡完善；第三，職場精神力的理論發展有限；第四則是因為研究職場精神力可能涉及窺探個人隱私而產生法律上的顧慮。由此可見，若是在職場討論宗教，可能會侵犯個人隱私權，但從精神力的面向來看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因為組織可以幫助員工在職場中找到意義與目標，也可以強化組織學習（Bierly, Kessler, and Christensen, 2000）。因此，管理學者咸認為，使用「精神力」會比「宗教」的概念更適合作為管理研究上的討論主題（Mitroff and Denton, 1999）。
在操作型定義方面，Pfeffer（2003）認為職場精神力的定義是，人在工作中所展現的生命力，以及可以強化這個生命力的成份，因此職場精神力可以分從幾個面向來觀察，藉由這些面向我們可以了解為何人會重視工作並且投入工作，這些面向包括：（1）個人潛能與價值的完全發揮或充份的自我實現；（2）工作本身有不凡的意義與目的；（3）工作帶給個人屬於團體並與別人連結的歸屬感；（4）機構有用心服務顧客、關心員工、貢獻社會的崇高理想與價值，並全力去實現。Duchon與Plowman（2005）將前述Pfeffer（2003）的四個面向加以整併並操作化，提出職場精神力最重要的三個組成構面，並獲得多數學者普遍認可（Giacalone and Jurkiewicz, 2003），而這三個構面分別是內在生命（inner life）、有意義的工作（meaningful work）、群體（community）。Duchon與Plowman（2000）定義職場精神力為，當員工自覺到職場是一種發自內在的自我生命，因此在職場工作就會如同在群體工作一樣具有意義，而在「內在生命」與「有意義的工作」交互影響之下，員工在工作時將會更加投入。
事實上，Duchon與Plowman（2000; 2005）與Pfeffer（2003）對職場精神力的定義是共通的。首先，「內在生命」就是Pfeffer所提出的「自我實現」面向，意即確認員工的內在生命確實具有精神力特質，而這個特質可以藉由工作加以實現；其次，「有意義的工作」亦即員工相信工作本身有不凡的意義與目的，同時認同組織的理想與價值；最後，「群體」其實就是Pfeffer所指出的，員工認為工作可以帶給他個人屬於團體或者是與別人連結的「歸屬感」。而國內研究者所提之定義同樣相差無幾，例如林惠蓮（2006）則將職場精神力定義由三個構面組成：有意義的工作、社群感及內在生命活化。而蕭鈺（2008）以人力資源發展觀點，提出職場精神力的主要內涵包括內在生命的認同、工作意義的確立及人類社群的連結。
肆、職場精神力之效益

一、員工個人行為表現

首先，就精神力而論，實證研究顯示，精神力和多種生活情境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助益，例如病痛痊癒能力、抗壓力、死亡率降低、自尊、整體的生活滿意度等（Miller and Thoresen, 2003; Powell, Shahabi, and Thoresen, 2003）。相較於精神力較弱者，具有高度精神力人比較不會產生健康方面的問題，即便生病也能較快康復，同時在遭受重病時也相較不會感覺到強大心理壓力（Koenig and Cohen, 2002; Thoresen, 1999）。換言之，精神力可以成為人們生活中的支持力量，在遭遇壓力時可以帶來信心，使個人能有更多能量去面對挑戰；在遭逢病痛時，精神力亦能提供個人心理上的應對機制，提供個人對抗疾病的力量（Powell, Shahabi, and Thoresen, 2003）。Lerner（2000）認為，精神力能夠對個人的內在自我有所啟發，精神力高的人較易擁有比較穩定的家庭生活、婚姻狀態，對家庭角色的扮演會更加投入與謹慎（Perrone et al., 2006）。同時，精神力高的人也相信，他們可以從家庭生活學習如何以新的方式和同事互動，同時將家庭生活經驗轉化為處理工作任務的能力（Crouter, 1984; Kirchmeyer, 1992, 2000; Ruderman et al., 2002）。

其次，從組織行為來觀察，員工具備精神力究竟有什麼好處？換句話說，具備精神力的員工在職場上會有哪些行為表現？又在舉止上不會出現哪些影響組織運作的負面行為？Garcia-Zamor（2003: 360）認為，有一些組織會表現的比較不具生產力，原因就是組織的員工沒辦法把他們精神力與組織的工作相結合。然而，一旦具有精神力的人進入一個與理想相符的職場，他們就會和同僚相處愉快，並且在工作上有所表現。Heaton、Schmidt-Wilk與Travis（2004）指出，在職場中發展精神力能使個人有清晰的覺知、真實感、對人信任、心情愉悅等，在工作環境能具有包容與開放的精神、耐心、樂觀、思緒集中、穩定情緒等效能。職場精神力是一種非宗教信仰，個人能藉由覺察到精神力的存在，能滿足內在的需求，以產生充沛的工作精力，體驗工作的目的與意義，在工作中所追求的並不是薪資或工作的效率、效能，而是在工作與組織中體驗與人產生連結、分享、親密無間、合睦、患難與共等團隊精神（Harrington, Preziosi and Gooden, 2001）。
Marques、Dhiman與King（2007:109-112）指出，從個人的層面來看，具備精神力的員工在職場上會表現兩項特點：第一，與同事相處進退有據，保有彈性（maintaining flexibility）。精神力員工會認為職場中的每個人都具有價值，因此不論與同事的觀點如何歧異甚至衝突，具備精神力的員工都會抱持尊重的態度。精神力可以讓員工用心傾聽，並進而豐富自己看問題的角度，幫助他們檢視既有觀點的正確性。此外，精神力也可以讓員工在工作上與同事將心比心，跨越工作環境中，因為部門界線產生的藩籬。另一方面，面對職場中總是對他人充滿偏見、態度消極的同事，精神力員工也會抱持正向態度，樂於與彼等交往，同時擇善固執、與人為善。第二，充滿正向能量的工作態度（applying positive attitude）。所有的人都希望能找到一個令人滿意又待遇合理的工作，但實際上總是事與願違。對一個具備精神力的員工來說，當遭遇工作方面的問題時，他總是會以懷抱希望的態度來面對，設法從事一些改變。同時，精神力員工還會推己及人，試圖去感染職場中的其他人，包括他們的同事、長官、部屬以及顧客。Marques、Dhiman與King（2007:108）更進一步將精神力員工的行為依照「行為表現之有無」以及三種不同「影響層次」的交乘，匯整出分成六個行為類別，如表一所示。

	表一　精神力員工的行為取向

	行為表現

影響層次
	會表現出來的行為
	不會表現出來的行為

	個人
	易受激勵

誠實

開放心胸

具有目標

承諾感

接受建議

具創造力

探究真理
	消極

欺騙

	同事
	善解人意

謙恭有禮

願意傾聽
	自私

	組織
	願意奉獻

追求品質

忠誠

感到公平

支持

具創造力
	派系鬥爭

	資料來源：Marques, Dhiman, and King（2007:108）。


二、組織整體之效益

根據Marques、Dhiman與King（2007:124）的研究歸納，組織之所以進行精神力改革通常有四項原因：第一，出乎意料的外部遭遇，例如美國911事件後，許多領導者及員工就重新省思組織的價值；第二，組織中的關鍵人物獲得啟發，可能是效法其他成功組織的精神力改革；第三，反省既有的內部管理方式，若既有管理方式造成員工的高離職率，或是績效不彰，組織領導者可能轉而訴求精神力管理；第四，組織欲尋求更卓越的績效，重新檢視政策及策略。
在提升組織精神力之後，許多研究均指出，最直接的效益即在於績效的改善，同時也會為組織的各個面向帶來正面影響。Clark（2001）在一篇有關於職場精神力的評論中提出，職場精神力可以使員工增加生產並且提升組織績效。Conlin（1999）更進一步指出，一個組織如果能表現出職場精神力的特質，則這個組織就會有比較高的生產力，並且員工的離職率也會因此下降。Lee等學者（2003）以及Wrzesniewski等學者（1997）也都發現，在企業組織中，如果組織顯現出越高的精神力特質，則組織的員工將會表現出更優越的績效、更高的組織倫理，以及更高的工作滿意度。多位學者也透過多變項分析的研究方法，結果發現，組織精神力與創造力、員工滿意度、團體績效和組織承諾之間呈現正向的相關性（Milliman et al., 1999; Duchon and Plowman, 2005）。Pfeffer（2003）即指出，如果組織可以發揮職場精神力的特性，就能夠引發組織成員的高度認同以及向心力，並且彼此體認到可以一起合作成就某項事業。Rego與Cunha（2008）針對來自一百五十四個機構的三百六十一位受訪者進行訪談，結果發現當員工的職場精神力特質越明顯的時候，員工就會發自內心的與組織情感結合，並且對組織會存有義務及忠誠。針對不同的職業類別，某些職業相對強調服務性質，若這些職業的員工能表現出更高的職場精神力特質，則該職業類別的員工就會有更卓越的績效。Milliman等學者（1999）針對美國西南航空公司的員工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由於西南航空公司的員工表現出較高的職場精神力特質，因此該公司的績效確實獲得提升。
在針對美國、南美洲、亞洲以及歐洲各國的職場調查後，Marques、Dhiman與King（2007:121-123）系統性地歸納，當組織確實地推展並孕育職場精神力時，包括整體的環境以及員工將會表現出許多正向的特質，例如，工作環境可能變得充滿藝術氣息（植栽、裝飾品、書刊）、有條不紊、貼滿發人省思的經典語錄。另外，員工則會對環境感到和睦、舒適、管道暢通、資訊公開，同時也覺得同事之間具備默契、內部存在和善的次文化、待遇公平且獎賞管道暢通、組織也會積極參與社區的慈善活動。最後，組織在富含精神力之後，內部員工也會表現出精神力的態度與行為，在領導者方面，高階主管會關心部署、善良、富人情味，也因此可以融入組織的各層級、獲得擁戴；同時，員工也會表現出善良、樂於與人互動、團隊合作、積極參與…等等（表二）。

	表二　組織積極推展精神力之後的環境特點及員工表現

	個人表現
	個人∕環境
	環境

	領導者
	員工
	
	

	富人情味
	善良
	和睦
	藝術氣息

	融入組織各階層
	樂於互動
	舒適
	有條不紊

	
	團隊合作
	管道暢通
	積極正向

	
	積極參與
	資訊公開
	

	
	與人為善
	默契
	

	
	呼應精神力領導
	和善的次文化
	

	
	樂於助人
	待遇公平
	

	
	重視團隊目標
	熱心公益
	

	
	信任
	
	

	
	敬重他人
	
	

	
	尊重差異
	
	

	
	尋求解決方案
	
	

	
	同理心
	
	

	
	使命感
	
	

	
	相處融洽
	
	

	資料來源：Marques, Dhiman, and King（2007:123）。


伍、公部門之職場精神力

職場精神力是一個相對較新的議題，使得與其相關的理論發展仍是相當有限（Fry, 2003; Giacalone and Jurkiewicz, 2003）。根據黃向吟（2008：36-37）的彙整，各學術領域對於「spirituality」的議題，均有豐富的研究成果，但研究面向及強調重點並不相同，例如宗教學著重神學與宗教意涵；生死學著重於研究概念與經驗；哲學著重於內涵的探討；護理學著重於病患的照護以及護理人員的教育需求；諮商輔導著重於治療的可行性；藝術及文學著重於創作的評析；企業管理學著重於組織的管理；教育學著重於課程的發展與實施策略（圖一）。然而，就目前的研究發展而論，精神力研究在公共行政領域卻是相對受到忽視的，惟本文認為，精神力研究的課題，在公共行政應更具發展性及適用性。精神力的研究在企業管理方面比較可能遭受阻礙，最主要的原因是企業以營利為目的，充其量只能藉由精神力做為內部管理的工具，讓員工之間可以和睦相處，讓員工可以為公司盡心盡力，然而，對於外部服務對象來說，精神力卻難對企業員工發揮作用。因此，就公部門而言，公務人員做為國家意志的執行者，肩負公共服務的使命，對於外部服務對象─公民更有一份使命感，以及責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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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spirituality議題的研究領域與面向

資料來源：黃向吟（2008：37）。

Houston與Cartwright（2007: 89）直陳，過去的研究很少將職場精神力的問題，拿到公部門的範疇加以分析探討。尤其是現在政府部門的行政工作強調「公共服務」的概念，政府部門的公務人員被要求做為人民的公僕，這與強調服務性質的私部門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因此，公部門的職場精神力究竟呈現如何的樣貌，顯然是值得深思的課題。Duchon與Plowman（2005）以內在生命、有意義的工作以及群體三個職場精神力構面共二十一道題目，比較美國西南部五個州的六個醫療單位，所徵詢有關的問卷題目，結果也發現，組織精神力與創造力、員工滿意度、團體績效和組織承諾之間呈現正向的相關性。Houston與Cartwright（2007）證實，相較於私人企業，公部門或政府相關部門（government-related occupation）（例如教師、郵政人員）的「公務人員」，在「精神力態度」（spirituality attitude, SA）的表現更為顯著。易言之，公務人員與一般企業的員工確實不同，至少在公部門職場之中，他們更具備愛或同情心、重視生命意義等精神力層面的特質。在國內方面，李俊達與黃朝盟（2010）藉由前述Duchon與Plowman（2005）以及Houston與Cartwright（2007）等學者所提出，和職場精神力相關之二十八道題目，針對臺北市政府中高階文官進行調查，同樣也證實精神力確實有助於提升公務人員在公部門中的人際技能、概念技能，乃至於整體的工作績效。
若就廣義的公共服務而論，Thielemann與Stewart（1996:168）曾對愛滋病（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AIDS）患者進行調查，問及彼等對於公設看護（public caregivers）的觀感，結果發現過去韋伯式的價值中立特質並不受到青睞，患者所重視的是公設看護的族裔、性別以及性向。而Cunningham（2005）與Farmer（2005）更直截地指出，民眾在接收公共服務時，所在意的不只是工務人員的效率或者是冷靜、客觀的表現，而是更希望他們能具備其他一些像是「愛或關懷」之類的特質。Canda與Furman（1999）以及Fever（2004）都以社會工作者（social workers）做為研究對象，指陳職場精神力是社會工作者展現其專業的重要觸媒（motivator），同時也是支持他們從事服務提供行業的重要力量。Duchon與Plowman（2005）在一家醫院體系的六個加護病房與急診室中進行研究後發現，一般來說，若是一個單位的員工覺得工作比較有意義，並且對單位也比較有歸屬感的話，接受服務的病人滿意度比較高。此外，有許多學者將焦點放在醫療照護事業（field of health care）的職場精神力上面，研究結果咸認為職場精神力是提供有效照護的重要成分，而這職場精神力的正面效益尤其表現在癌症患者以及老人照護上更加明顯（Boozer and Maddox, 1992; Goleman, 1998）。
陸、如何提升公部門之組織精神力
根據先前的討論，組織精神力之成長確實有其效益，且不論公私部門皆然，因此，誠如Neck與Milliman（1994）所建議，如果一個組織能夠設有提供精神力成長的機制，則組織的績效將會優於未提供該機制者。在具體做法上，除了可納入於正式的訓練發展、職涯發展、組織學習外，還可以包括非正式學習及精神力成長活動（蕭鈺，2008：11-12）。其中，在非正式學習方面，English（2000:30-37）提出三種成人精神力發展的策略，第一是導師引領（mentoring），是指在職場學習時，由經驗豐富的員工，將知識、技能、態度以及社會價值等傳達給經驗較薄弱的員工；第二是自主學習（self-directed learning），由員工個人承擔規劃、執行及評估學習經驗的主要責任；第三是人際對話（dialogue），是指透過人際互動，針對重要議題交換意見，強調參與及夥伴關係的原則。為求系統性地了解職場精神力發展的實施方式，以下分別從員工的個人層次，以及組織的整體層次來闡述。
一、個人層次

Marques、Dhiman與King（2007:105）指出，絕大部分的人之所以會在職場上「轉性」，從一個自私、自我保護、獨來獨往的人，變得善解人意、與人為善等精神力的傾向，最可能的原因就是遭逢重大的生活變動，諸如生染重病，或是結婚生子、失去摯愛等，致使改變了個人的人生觀點，開始反省過去的行為。Webb（2005）指出八項個人察覺精神力的要素：第一、我活著，以獨立的方式存在。第二、我需要愛。第三、我需要歸屬於家庭或是社群。第四、我能覺察我的意識，以及我意識到的。第五、我能學習並且選擇我的行為、態度、以及信念。第六、我有許多與上述相關的感覺與情緒。第七、我持續開放去感受，尋找意義，追求目的，期望能追尋統整、幸福、快樂。第八、我心存敬畏萬物，並且知道我是屬於其中的一份子。歸結而言，在個人的修練方面，職場精神力可以透過三類途徑獲得成長，包括追尋生命意義、經驗體悟、自我省思。
（一）追尋生命意義

Fabry（1980）將精神力成長中生命意義區分為終極意義（universal meaning）與當下意義（meaning of the moment）。Yalom（1980）則是將生命意義劃分為宇宙意義（cosmic meaning）與世俗意義（terrestrial meaning）。就此而論，個人在認定生命意義時，除了個人層面的主觀性認定外，也會意識到社會層面的認定，進而內化社會評價。有關人類的生命意義，哲學家、宗教家、思想家已經著墨甚多，因此，員工若只是從外界接受所謂「正確的」、「最佳的」生命意義，或接受宗教信仰教條式的灌輸，反而會扼殺自我探索與發展的空間。申言之，精神力成長應著重於啟發及省思，從個人的生活經驗與參酌前人智慧，去體會、思考、批判、評價，進而發展出個人對生命意義的獨特觀點（吳秀碧2006）。此外，追尋生命的意義也與個人的生死觀有關，畢竟認為生命與死亡是一體兩面，對死亡的覺知才能熱愛生命與創造生命價值（May, 1980; 傅偉勳，1993）。劉桂光（2007）更進一步地指出，人要學會活著，只有用心生活於當下，生命的意義才能彰顯。就職場而論，職場精神力成長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員工發現自己的生命意義，以及發展出對個人生命意義的感覺。同樣地，公務人員的生命意義若能與公部門的存在目的相互結合，也就能夠在職位上有提供更優良的服務。

（二）經驗體悟

精神力具有個別性，與個人經驗與遭遇有關，因此，精神力成長是個人因緣際會生活事件累積的結果。Kolb（1984）認為人們有許多生活經驗，但並非所有人皆能從經驗中學習與成長。惟有針對個人經驗深刻地反省思考，才可能透過內化過程，賦予生活經驗意義，累積為精神力成長的資本。此外，由於精神力成長與個人經驗有關，而個人經驗之增長又不免藉由時間累積，因此，時間所累積出來的心得，可能在中高齡階段開花結果。部分精神力發展情形較佳之中高齡者，較能有足夠人生事例以佐證其人生觀點。心理學家Gardner（1999）在提出「精神力智能」（spiritual intelligence）的概念，其認為精神力智能的發展與年紀的增長有關，年紀越大者的精神力智能的發展較年輕者深廣，但年紀的增長並非精神力成長的保證。就職場而言，中高齡之主管或員工經歷過原生家庭、求學、工作、婚姻、教養子女等人生重要階段，豐富的工作歷練可以建構出自己的職場觀點，因此組織的中高齡者很容易成為員工之間的心靈導師，在知識分享與經驗傳承的過程中，可做為精神力成長的重要憑藉。

（三）自我省思

Milliman、Czaplewski與Ferguson（2003）認為，職場精神力是員工透過禪修、反思與禱告等方式來提升。然而，Webb（2005）卻指出，現代人並未時常自內在生命檢視或汲取隨手可得的智慧，反而多將生活中的精神力部分，委託於宗教機構。在成長過程中，現代人經常存在一個觀念：「在日常生活中，並不需要思考太多有關個人的靈魂或精神上的事物，因為教堂的牧師或寺廟的師父自然會（替我）處理這些問題」。事實上，這無非僅是因應個人忙碌生活與工作下，將內在反省工作推諉自相對簡易的禱告、懺悔與參拜，而這種權宜做法並非總是能夠獲得內化或是行為轉變的機會。相反地，這類簡短和外在的儀式，反而可能減損個人生活品質中更重要的心靈反省與內在關注（Webb, 2005）。透過個人與自我內在的對話，以及和外在世界的互動與對話，藉由相互討論、反思和批判生活事件的方式，讓個人藉由自我省思，以不同觀點看待世界，並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改善世界。就我國公務人員而論，由於宗教信仰為憲法保障之個人自由，不可能在組織內部設立宗教機制，迫使公務人員藉以做為精神力成長的途徑，因此，個人更應該經常自我反省，藉由生活經驗的探索，從心靈深處挖掘非宗教主導之精神力。

上述的途徑強調員工內在的心智層面，但許多學者也提出藉由改變外在環境或調整個人習慣的具體做法。例如，Marques、Dhiman與King（2007:113-114）建議五個員工提升職場精神力的方法，第一，攜帶具有個人重要意義的物品，例如孩子的照片、畫像、公仔，或者是個人喜愛的桌曆，並且放置在個人隨時都可以看到的地方，如此可以讓職場環境變得更加舒適，也能有助於紓壓。第二，在辦公室的桌上或是騰出一些位置擺設一些植栽，可以讓整個空間充滿生氣。第三，每天都要定時走到戶外，看看這個世界，避免終其一天都待在辦公室，對時間失去感覺；外在世界的人事物，不論是天氣狀況還是路邊的一棵樹，都可能激發我們的想像力。第四，保持對工作的夢想，如果說還不能確定自己的夢想為何，建議可以透過閱讀的方式，在隨手可得之處擺放雜誌書刊，透過別人的成功故事，讓自己找到未來的方向。第五，可以在自己及同事經常可以看到的地方貼上標語，畢竟健康的態度是可以互相傳染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從自己做起。

	此外，Marques、Dhiman與King（2007:106-107）更進一步地匯整多項可能提升員工精神力的方式，並根據內在（internally inspired）與外在（externally dirven）兩個改變的來源加以分類（見表三）。所謂的內在改變是指個人自覺性地獲得啟發，與職場環境無關；至於外在改變是因為組織文化轉變，促使每個員工願意去調適並接受精神力的觀念，如此才能在組織行為上若合符節。

表三　使員工改變並具備精神力的可能原因

	內在啟發（internally inspired）
	外在驅使（externally dirven）

	個人自覺提升
	同僚的正面影響

	遭遇生活上的重大改變
	願意配合組織所從事的改變

	個人習慣改變
	接受新觀念並創新思考

	生活型態改變（例如結婚生子）
	

	希望能獲得內在平靜或自我滿足
	

	厭惡充滿競爭的環境
	

	對週遭環境（包括工作、同事、社會）感到滿意
	

	厭惡冷酷無情的層級結構
	

	資料來源：Marques, Dhiman, and King（2007:107）。


二、組織層次
Pfeffer（2003: 33-41）並指出企業組織在經營上可以培養職場精神力的幾項做法：（1）向成員強調組織的使命與價值，而不是一昧的追求股東的利益；（2）鼓勵並培養組織成員的自主性（autonomy）及決策的責任（decision-making responsibility）；（3）採用自我管理的小組運作（self-managed teams）；（4）實施團體式的獎勵與表揚；（5）讓成員忠實且自在地表達自己，並根據個人特點去發展才能與技術（gifts and skills）；（6）提供機會與管道讓組織成員去善盡（fulfill）家庭與社會責任；（7）營造沒有恐懼與惡待員工的職場（driving fear and abuse out of the workplace）。Marques、Dhiman與King（2007:156-157）在訪談多位企業家、公司主管以及人力資源教育專家後指出，當組織確認要推展精神力之後，人力資源部門必須承負最大的責任，並提出八項原則：

1. 透過廣泛的教育，喚醒員工的內在覺醒，同時藉由一些工具讓這種覺醒能夠持續。

2. 建立領導者與員工之間的連結，同持透過面談以及顧問指導的方式，或是提供誘因，使得兩者之間的連結得以維持。

3. 引進其他組織的成功經驗，並且在組織內部大力宣傳。

4. 與組織內的支持團體或反對團體保持聯繫，藉以了解各方的目標以及行動，以留同存異。

5. 投入資金及時間，協助引進精神力管理的典範轉移工作，以讓員工了解精神力管理的內涵。

6. 在改革過程中，不斷地強調及讚賞組織和個人獲得的正向轉變。

7. 對於配合的員工，定期地給予正面鼓勵或實質獎賞。

8. 讓員工了解，精神力管理不僅可以帶來組織的績效，同時也可以改善個人的生活品質，達成個人的目標與目的。

針對公部門的特性，本文提出四項提升組織精神力的具體建議：

（一）發展公部門精神力量表

黃向吟（2008）指出，如果企業在招募或新進人員訓練時以「精神力健康量表」對員工施測，或許即可確保員工的身心穩定，從而推論這些精神力健康分數較高的員工，會有較高的組織承諾及利他動機，有助於職場留職率及職場人際關係的和諧。Zohar與Marshall（2001; 2004）認為精神力是多元智慧的一種，也是人類的「最終智慧」（the ultimate intelligence），並提出了精神力商數（spiritual quotient）的概念，其中涵蓋了九項能力：能靈活有效的調適、深刻的自我敏覺、.面對與忍受痛苦、面對與超越苦難、激發存在的價值觀與眼光、免除不必要的傷害、對於現象背後實體的整體關照、傾向洞察不同的人事之間的連接、探詢生命的本源與問題的真諦。此外，國內外已有許多既有的精神力量表，例如Tirri、Nokelainen與Ubani（2006）所建構的「精神力敏感度」（spiritual sensitivity scale）、King與Decicco（2009）提出的「精神力自陳量表」（the spiritual intelligence self-report inventory, SISRI）等。儘管這些測量工具不盡可全然引用於職場，尤其是公部門的特殊環境，但應可以此類量表做為發展「公部門精神力量表」的基礎，藉以測量公務人員的精神力現況。

（二）精神力領導
徐木蘭（2004）認為，「組織精神力管理」是指，未來組織應不只是工作的競技場，希望能成為相濡以沫的場域，內部的關係是從競爭到同修。因此，提升組織精神力的方法之一，是盡可能地在職場中進行積極正向的精神力對話，適當地引導員工探討生命意義，並交流人生經驗，一方面使工作目標與精神力成長結合，另一方面則讓工作者在職場中也能提升生命品質。根據Fry（2003）的定義，精神力領導是一種能內在地激勵自己與他人之價值、態度與行為，透過感召（calling）與成員向心力（membership）而產生，讓領導者與部屬皆能更投入工作。若領導者能透過願景讓部屬領悟生活與工作的意義，藉由願景、關懷、利他等形式，達到Maslow所謂的內在激勵效果，便能進一步增加組織承諾與生產力（羅曉雯，2006）。
（三）培養課程

人事行政運作的重要課題之一是建立與強化公務人員的能力，而訓練即為建立與強化公務人員能力的主要途徑與工具（鄭錫鍇、陳定銘、牛萱萍，2003：12）。根據精神力相關議題中企管學研究的經驗，生命教育是超越信仰背景，最能滿足普遍性精神力需求的實施方式，故而，精神力成長的課程多半與生命教育的教學方案結合。吳秀碧（2006）指出，生命教育是涵蓋生理、心理、精神力層面的教育，其性質不僅止於灌輸或獲取知識，而是一種著重覺察與省思、激發思考深度，以獲得思想的教育，可以幫助受教者價值選擇和養成接納態度，同時探究宇宙與人類一些尚未實證或主觀信念的問題情境。在透過生命教育提升精神力的課程中，教師扮演引導（directive）和催化（facilitative）的角色，而不從事教學或批判的工作。此外，精神力成長課程的主要教學技術有內省法、團體討論、小組討論、辯論、創作、冥想、影片欣賞與討論、閱讀與討論、心得報告、檢核表、參觀、訪談或田野調查，實驗性活動、隱喻法、故事等（吳秀碧，2006）。在公務人員的養成教育中，或許不盡然著重於技能培育，有關精神層面的生死討論、人性關懷等生命意義相關課題，也可納入培訓課程之規劃。
（四）志工服務
劉士豪（2005）認為，參與志願服務給予個人一條探索生命的途徑，藉由為大我奉獻以及服務歷程中所體驗的生命價值，個人內心的精神能量將隨之提升，將增強志工的組織承諾與繼續服務的動力。例如在非營利組織中，對志工的去留並無太多權力，但正因為志工所展現的利他動機，始得存續及發展。就公部門的精神力提升而論，培養公務人員利他的觀念與習性，應可做為精神力成長的重要方法之一。在制度設計上，或可與非營利組織合作，規劃讓公務人員從事定期或不定期的志工服務，在過程中除了可以獲得來自他人的感激，對公共服務的工作產生更大的自信與投入，同時也能激發個人內心的精神成長以及探索生命意義的渴望，進而在公職工作上展現利他動機，投身公共服務。
柒、結論
許多公共行政與管理學者均指出，公部門未來必須以「精神力領導」或「職場精神力」做為改革新方向，同時應該把精神力層次的發展落實於實務與教育上（例如Willa and John, 1999; Kilpatrick, 1999; Marie, 2000; OECD, 2001; Garcia-Zamor, 2003; Rhodes, 2003; Fairholm, 2004; Menzel, 2005; Lowery, 2005; Robert, 2005）。就此而言，西方世界已在管理層面進行檢討，並試圖以文官「精神力」這項無形的價值，彌補企業型政府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基於精神力研究在公部門的重要性，本文以概念建構的方式，介紹精神力、職場精神力的概念，說明職場精神力的效益，並從公部門的面向出發，探討提升之道。就組織層面而言，本文建議應可發展公部門精神力量表，在內部倡議精神力領導的重要性，並提供精神力相關的培訓課程，以及鼓勵公務人員從事志工服務。
近來有許多研究強調宗教與公共服務之間的相關性（Freeman and Houston, 2010: 701）。舉例而言，Houston與Cartwright（2007）研究發現，相較於營利事業的工作者，公務人員表現出較高的精神力。另外，Houston等學者（2008）也發現政府部門的工作者都自認篤信宗教，而且也會嘗試將宗教的信念在生活中的各面向具體實踐，包括公共事務的處理。在國內的研究方面，根據李俊達、黃朝盟（2010）針對臺北市政府中高階文官的實證結果，組織精神力中「與神的關連性」構面，呈現較低的調查數據，惟此與實際上民間宗教信仰的蓬勃程度似乎難以相容。相較於此，西方國家對於宗教在公共領域係採取開放態度，以美國為例，美國總統在就職典禮上都是手按聖經宣誓，並以「天佑眾民，天佑美國」（God bless you and may God bless America）做為結語。針對精神力、宗教、公共服務之間的關係，黃朝盟、李俊達（2011）認為，公共管理者或許不必然特別強調與「宗教」之間的相關或互斥，不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謝天」概念，實則隱含謝人，並有凝聚共識的意味，或許可以提供吾人在推展公部門組織精神力另一個思考面向。
總而言之，公部門組織精神力之提升，儘管可以從組織層面，藉由內部環境之改變來增強或轉化，但最主要者仍須倚賴公務人員個人的內在覺醒。本文建議，精神力管理的改革雖然是積極正向的，但不見得就能確保在組織內部順利推展（Marques, Dhiman, and King, 2007:126），因此，溝通、宣傳、協調等意見交流的工作，更不可輕忽。最後，作者必須強調，本文所謂之提升，僅著重在於公務人員進入公部門之後，藉由組織環境的改變，使得公務人員的精神力得以發展；但從另一個更長程、更全面性的面向來看，未來可以更進一步地以考選做為把關的門檻，確保招募者原本即具備公共服務的精神力，並透過擇優汰劣的方法，逐步提升公部門之整體精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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